
竞争与博弈：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与心理健康代价

摘 要：在中国激烈的学业竞争和博弈背景下，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是否以心

理健康作为代价？该议题牵涉对课外补习双重效应的考察和辨析。本研究通过

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 年和 2015 年的数据发现 ,尽管投入课外补

习的时间能够促进学业成就，却以心理健康受影响作为代价。随着班级课外补

习参与水平的提升，学生投入课外补习的时间对学业成绩的正向影响被逐渐

削弱，而对心理健康的负向作用不断增强。心理健康代价增大的诱因主要是

“社会比较效应”的减弱，以及“角色压力效应”和“睡眠剥夺效应”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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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iven the fact of the fierce academic competition and gaming in China，we

ask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academic return of private tutoring comes at the expense

of mental health. This topic involves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ual effects of

private tutoring. In this paper，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through

mathematical derivation and theoretical deduction，and a multi-layer linear model is

appli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time input and 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private tutoring on students’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mental health. We further

explore the trend of the dual effect of private tutoring when there are changes in 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after-school tutoring of the class. By using the China Education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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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CEPS） data in the years of 2014 and 2015，this study reaches a solid and

consistent finding that although investing time in private tutoring can boost academic

achievement，i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students’mental health. With the

increase of average tutoring and participation level in the class，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time invested in after-school tutoring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continues to weaken

while the negative impact on mental health is gradually enhanced. The main triggers for

increasing mental health impact are the weakening of the social comparison effect as well

as the enhancement of the role stress effect and the sleep deprivation effect. In

conclusion，this study reveals a trend that in the context of intense academic competition

and challenges，over the time the academic reward of private tutoring reduces while the

mental health cost rises. This conclusion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micro-gaming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ity models of

private tutoring. At the same time，it also provides some insights for other countries on

policies of how to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the phenomenon of private tutoring.

Keywords：private tutoring，peer competition and game，academic achievement，mental
health

一、引言

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有
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
“双减”）。“双减”意见发布之后，被国内多家新闻媒体或网站报道、转
载和评论，并登顶社交媒体“新浪微博”和网络问答社区“知乎”的热
搜，引起热烈讨论，其中很多网友都回忆起了自己学生时期沉重的作业
负担和课外培训负担，并反思了课外培训的不良竞争对儿童教育发展
和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课外培训在国内兴起并迅速成为热
潮，除了受东亚地区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影响以外，还与国内的考试选拔
制度和教育资源不平等密切相关。考试选拔制度是个体和家庭实现阶
层流动和地位获得最重要的通道之一，学生的学业成绩则是考试选拔
制度最重要的依据，因此，绝大多数中国家长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方式
或手段来提高孩子的学业成绩，课外培训补习就是主要渠道之一。

在选拔制度体系下的课外补习现象不仅在诸多亚洲国家（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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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韩国、新加坡、柬埔寨、越南等）已经成为主流，在许多非洲国家
（如肯尼亚、埃及、摩洛哥等）和欧美国家（如罗马尼亚、英国、美国等）
也逐渐形成热潮（Dang and Rogers，2008）。然而，针对这一遍布全球的
课外补习现象，各国都有不同的应对措施，大体分为四种模式：自由放
任模式，如加拿大、英国、尼日利亚等；监督控制模式，如越南、立陶宛、
乌克兰等；强令禁止模式，如柬埔寨、缅甸、韩国等；激励发展模式，如
新加坡、南非、坦桑尼亚等（Silova and Bray，2006）。每个国家采取何种
模式的主要依据是如何看待课外补习对学生、家庭、教育系统乃至整个
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激励倡导者认为，课外补习教育的形成和扩张符
合市场规律，充分满足了学生和家长的学业需求，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培
育和积累。批评者则认为，课外补习非但无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业产出，
反而有可能对参与者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
扰乱学校的教学秩序乃至扩大社会不平等（Bray，1999，2009）。那么，课
外补习对学生教育发展（如学业成绩、心理健康等）的影响到底如何？这
一现实问题已经成为政策制定者争论不休的焦点，同时也是本文将要
讨论的核心议题。本文将从中国的教育实践出发，以激烈的学业竞争和
博弈为背景，对这一议题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以期为中国“双减”系列
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证依据。

课外补习在社会学研究中最早可以追溯到史蒂文斯（David L.
Stevenson） 和贝克尔 （David P. Baker） 提出的“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他们认为，课外补习的目的在于提升学生主流课程的学业成
绩，对学校教育起补充和辅助作用，因此，课外补习教育随着主流课程
的改变而发生相应变动，与主流教育如影随形，因而被称为“影子教
育”。他们发现，“影子教育”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能够实现优势阶层地位的代际传递：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参
加“影子教育”的可能性就越大，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会随之增大
（Stevenson and Baker，1992）。“影子教育”的学术概念和作用机理的提
出，引发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对课外补习现象的广泛关注，并
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外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一是探讨影响课外补习参与的阶层差异和其他宏观和微观
因素；二是讨论课外补习对学业产出与教育获得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1

1. 回顾性评论可参阅帕克（Park，et al .，2016）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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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是本文的核心关注点之一。在充分考虑中国教育系统的结构和特
征的情况下，笔者试图考察课外补习对初中教育发展的影响及其在不
同竞争和博弈背景下的变化趋势。

对于课外补习对学业成就的因果效应和在维持教育不平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国内文献已经进行了充分探讨，但仍存在两方面的不足。
第一，已有文献大多忽视了班级或学校因素，特别是同辈竞争群体的
教育行为对课外补习学业回报的影响。在竞争激烈和具有选拔性质的
教育体制下，筛选学生获得更高教育水平的方式并不是以绝对成绩为
标准，而是以选拔地区的相对成绩为主要依据，因此，个体获得竞争优
势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辈竞争群体采取何种教育行为以及参
与程度的大小。而参与课外补习是竞争群体最主要的教育行为之一，
由此引出本文的第一个核心议题：在国内激烈的学业竞争的背景之
下，个体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是否会随着同辈竞争群体课外补习参与
水平的提高而发生变化？

第二，鲜有研究探讨课外补习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首先，青
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一项针对 1992 年以来中学生心理健
康变迁的研究发现，1992—2005 年，中国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呈缓
慢下降的趋势（辛自强、张梅，2009）。《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2019—
2020）》指出，2020 年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素养达标率仅为 14.24%，
抑郁检出率为 24.6%，且随着年级的增长，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呈明
显上升趋势，中学阶段的抑郁风险显著高于小学阶段（傅小兰等，
2021）。尽管政府先后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文件并采取了积极行动，但青
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程度仍然不可小觑。因此，如何更富有成效
地提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是研究者面临的重大现实议题。其
次，课外补习与心理健康密切关联（Bray，2009）。课外补习剥夺了学生
的休闲时间，使他们承担了繁重的学业负担和压力，最终影响其心理
健康发展。因此，即便课外补习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也可能是
以学生的心理健康出现问题为代价。为此，本研究关心的另一个现实
议题是：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是否以心理健康出现问题作为代价？随
着同辈竞争群体课外补习参与水平的提高，课外补习的心理健康代价
是否会进一步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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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课外补习的双重效应

（一）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
1.“正向回报模型”：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正向回报模型”认为，课外补习参与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

能够促进参与者的学业产出，从而使其获得相应的学业回报。这一模型
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响应，而且在以应试主义为主的教育系统中也深
受家长和学生的追捧（Guill and Bos，2014）。米肖和哈格（Mischo and
Haag，2002）认为，课外补习能提升学业成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课
外补习的直接影响。首先，补习教师拥有与提升学业成绩相关的丰富资
源，这是课外补习直接效应的主要来源。通过制定和实施灵活的教学模
式，补习教师能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和专门化的学习指导，包括直接帮
助学生解决学业问题、弥补学生的知识漏洞、协助学生整理考试的重点
内容、提供解题技巧等（Allalouf and Ben -Shakhar，1998）。为了提高自身
的考试成绩和学业表现，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可以借助和动员补习教
师的学业资源来提高自己的成绩排名，从而为进入重点学校奠定基础。
其次，作为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课外补习增加了学生实际学习的时
间，并提升了完成家庭作业的效率。“学校教育模型”（a model of schooling
learning） 强调学生实际学习时间在完成既定学习任务中的重要作用
（Carroll，1963），认为投入学业活动的有效时间与学业成绩显著正相关
（Aronson，et al .，1999）。实证研究也表明，家庭作业时间与学业产出呈
倒“U”型关系，这表明存在最优的家庭作业时间使得学生的学业产出
达到最大值（Copper，2006；徐章星，2020）。在补习教师的辅导和帮助
下，参与课外补习的学生更有可能在有效时间内完成家庭作业，从而增
加学业产出。

二是课外补习的间接影响。除了直接向学生提供大量的学业资源、
延长实际学习时间外，课外补习甚至还能够通过濡染、改变学生的价值
观和行为模式的方式间接影响各类学业产出。一方面，补习教师扮演着
“重要他者”的角色，给学生带来异质性信息和参照性榜样，形塑着学生
的教育期望和学业动力，以及对学业的自我评价和态度（Guill and Bos，
2014），最终影响学业产出和教育获得。具体而言，补习教师可能在学业
辅导的过程中分享自身经历，潜移默化地使学生开拓眼界和增长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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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对学生的学业态度产生刺激。有时，补习教师对学生学业动机的塑
造作用甚至大于自身天赋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也大于同伴和学校教师
的直接影响，这种效应在“一对一”的家教辅导中尤为突出。另一方面，
参与相同课外补习的同辈竞争对手也能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刺激，
并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参与“一对多”课外补习的学生团体往往本身
在学业成绩方面表现不佳（Baker，et al .，2001），且具有较高的同质性。
在同质性较高的低学业能力的小组中能够触发积极的比较效应，也被
称为“大鱼小池效应”，即对同等能力学生而言，“小池塘里的大鱼”（即
处于低学业能力组的人）由于学业自我概念（academic self -concept）优于
“大池塘里的小鱼”（即处于高学业能力组的人），因而能获得更高的自
我效能感，并最终提高学业成绩（Marsh，1987）。

尽管“正向回报模型”获得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Bray，1999；
Dang and Roger，2008；胡咏梅等，2015；薛海平，2015；李忠路、邱泽奇，
2016；Park，et al .，2016；Kuan，2018），2但也有一些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
对“正向回报模型”提出质疑。针对前者，批评者认为，“正向回报模型”
假定课外补习行动与学业产出呈稳定的线性关系，该假定忽视了课外
补习的正向回报在不同情境下呈现的异质性；针对后者，不少实证研究

发现，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对学业产出的影响不稳健（Berbero ǧ lu and
Tansel，2014），比较微弱（Kuan，2011），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Guill and Bos，2014），或是仅在一定条件下成立（Zhang，2013；Hof，
2014）。因此，当涉及课外补习效应时，如果不考虑异质性偏误问题或是
不同情境下的差异化影响，得到的结论可能就与现实情况大相径庭。

2.“异质性模型”：对“正向回报模型”的修正
为了使“正向回报模型”更加符合社会实践，研究者对其进行了修

正。修正后的模型强调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因为参与课外补习的数量、
质量、机会、参与者自身的特征等因素的不同而呈现较大的差异性，这
一模型也被称为“异质性模型”。
“异质性模型”大体包括四个子模型：“数量异质性模型”“质量异质

性模型”“机会异质性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
“数量异质性模型”认为，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2. 支持“正向回报模型”的实证文献汗牛充栋，不胜枚举。囿于篇幅，本文列出的国外文
献仅为回顾性实证研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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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倒“U”型（Hof，2014），也即，随着所投入时间的增加，个体的学业成
绩会变得更好，但当达到某一临界值时，投入更多的课外补习时间将无
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甚至可能会因为挤占学生过多的有效学习
时间而对学业成绩造成负向冲击（Cheo and Quah，2005；Liu，2012）。
“质量异质性模型”认为，课外补习的质量是影响课外补习学业回

报的关键因素。随着课外补习质量的提升，个体获得的学业资源将更加
丰富，投入的学习时间将更加有效，补习教师和竞争群体的濡染和刺激
也将更加深刻，最终增加了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相反，倘若个体参与
的课外补习质量较低，那么课外补习非但不能提高个体的学业成绩，反
而会因为耽误正常的学校教育而不利于个体的学业产出（Kang，2007；
Zhang，2013）。
“机会异质性模型”认为，课外补习学业回报的高低取决于个体参

与课外补习机会的大小。该模型存在两种竞争性的观点：“正向选择假
说”和“负向选择假说”（Choi and Park，2016）。“正向选择假说”基于理
性选择理论，认为越期望从中获益的个体，越有可能参与课外补习，因
此最有可能参与课外补习的个体从中获得的学业回报也最大。“负向选
择假说”则基于边际效应递减的经济学假设，认为参与课外补习倾向性
更高的学生，往往在学业动力、家庭背景、家长支持等方面具有更大的
优势，因此，学生即便不参与课外补习，也能借助这些优势因素获得更
好的学业成绩。但是，参与课外补习倾向性较低的学生能够诉诸的家庭
或外部资源也较少，一旦他们获得课外补习，对其学业成绩的提升效果
将更加明显。
“门槛效应模型”则强调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对不同学业基础的学

生存在异质性，认为随着学业能力的提升，个体学业进步的空间缩小，
提高学业产出的难度增加，因而通过课外补习获得的学业回报也会逐
渐减小，并趋向饱和（Smyth，2008）。结合门槛效应，我们有理由认为，参
与课外补习有助于低学业能力个体的学业发展，对于高学业能力个体
来说，参与课外补习对学业产出的提升并无实质性帮助（Banerjee，et
al .，2007；Kuan，2011，2018；李佳丽、胡咏梅，2017）。
“异质性模型”填补了“正向回报模型”与实证研究结果之间的鸿

沟，为研究课外补习边际效应的变动趋势提供了诸多思路。然而，目前
的“异质性模型”可能存在的问题是，过多地聚焦于学生个体特征、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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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课外补习状况等个体层面的差异性，而没有将其置于学业竞争和
博弈的背景之下，忽视了同辈竞争对手的存在对个体课外补习学业回
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二）课外补习的健康代价和健康回报
目前关于课外补习参与效应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学业态度、课堂表

现、学业成绩、教育获得等各类学业产出上，鲜有研究者关注课外补习
与学生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以及课外补习、学业成绩、心理健康三者的
内在联系。本文尝试结合现有文献，梳理出课外补习对学生心理健康的
影响和作用机制。

1. 课外补习的心理健康代价：“角色压力理论”和“睡眠剥夺理论”
课外补习的“健康代价模型”认为，参与课外补习既是“睡眠剥夺效

应”的直接诱因，也是竞争压力和学业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从而促使
个体的心理健康处于较低水平。这一解释模型以“睡眠剥夺理论”和“角
色压力理论”为代表（Kuan，2018）。“睡眠剥夺理论”认为，在总体课外
时间既定的情况下，随着投入课外补习时间的增加，学生的睡眠时间和
质量也会不断降低，而睡眠质量的下降将使个体出现焦虑、抑郁、负面
情绪等内在行为问题的可能性增大（Yoo，et al.，2007；Gujar，et al.，2011；
Gruber，et al .，2012），进而对个体的心理健康造成负向冲击（Meijer，et
al .，2010；Pasch，et al .，2010）。
“角色压力理论”认为，制度化的社会角色是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Pearlin，1989）。相较于未参与课外补习的个体，参与者对“学生”社会
角色和身份的认同水平较高，对学习精力和耐力的要求也高于自身所
具备的能力，这就使得参与者往往处于角色超负荷状态。即使学生缺乏
动力，但“望子成龙”的父母也会施加各种压力，迫使其参与课外补习，
进而服从父母所期望的角色义务，这将导致学生持续处于“角色束缚”
状态而不能自拔。无论是上述何种角色压力状态，都有可能对学生的心
理健康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课外补习的“健康代价模型”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
关注，得到不少实证研究的支持。基于全国代表性的初中生研究数据，
胡舒和牧正（Hu and Mu，2020）发现，参与课外补习显著降低了学生对
未来的信心，增加了学生的抑郁程度。另一项基于中国台湾地区的追踪
数据也发现，投入课外补习的时间与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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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Chen and Lu，2009）。基于同样的调查数据，关秉寅（Kuan，et al .，
2018） 也发现，参与课外补习显著地增加了九年级学生患抑郁症的风
险，进而对其心理健康造成明显的负向冲击。

“健康代价模型”本身也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健康代价模型”
仅从个体层面探讨课外补习行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忽视了个体
所处的社会情境对个体感知情绪的调适作用；二是“睡眠剥夺理论”和
“角色压力理论”均来自其他研究领域，“健康代价模型”将其用于课外
补习效应研究，是否存在“水土不服”尚存争议；三是缺乏完整的解释链
条和逻辑框架，难以形成一般化的理论模型。

2. 课外补习的健康回报：“压力释放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
与“健康代价模型”截然不同，课外补习的“健康回报模型”认为，

在学业焦虑水平较高的社会情境中，参与课外补习诱发了某种心理机
制，提升了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这一解释模型以“压力释放理论”和
“社会比较理论”为代表。“压力释放理论”认为，在教育竞争激烈的社
会环境中，无论参与课外补习是否提高了个体的竞争优势，课外补习行
为本身都能缓解学业竞争带给学生和家长的学业焦虑和心理压力。换
言之，学生和家长通过投资课外补习来寻找心理安慰和精神慰藉（Sun，
et al .，2020）。
“社会比较理论”则认为，参与课外补习能使得个体获得竞争优势，

从而在与同辈群体的比较中获得更高的自我评价，最终促进个体的心
理健康发展（Cole，1991）。按照参照群体的理论逻辑，个体倾向于通过
比较同一班级或学校中的同辈群体来评估自身的学业能力，并形成学
业自我评价（Davis，1966）。当与同辈竞争群体相比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时，个体的自我教育期望、学业自我概念、自我效能感等自我评价都会
得到提高，也使得个体对未来的学业生涯产生乐观的预期，进而对个体
的心理健康产生正向影响。

课外补习的“健康回报模型”还停留在理论层面，尚缺乏实证支持。
在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中，孙伦轩等（Sun，et al .，2020）使用倾向值匹配
的双重差分法对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与未
参与课外补习的学生相比，参与课外补习的学生表现出更好的心理健
康状况。但该研究剔除的样本数量（2 641个）占总体追踪样本数量（9 449
个）的 27.95%，得到的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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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回报模型”将社会情境纳入解释链条，为解释课外补习的健
康效应提供了新的思路。但这种解释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健康
回报模型”不仅与多数实证研究结果相左，而且同很多家长和学生的体
验大相径庭，其理论适切性还有待商榷；其二，“健康回报模型”只解释
了个体从未参与者到参与者的学业焦虑和自我评价的变化，忽视了当
个体参与到课外补习之后所感受到的学业负担和竞争压力；其三，该模
型还忽视了课外补习对参与者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随同辈竞争群体课
外补习参与水平的变化而发生变动的趋势和过程。

三、竞争与博弈背景下的课外补习学业回报和心理健康代价

上述有关课外补习双重效应的理论模型大多忽视了激烈学业竞争
与博弈背景下的同辈群体效应。概括地说，本文认同课外补习的学业回
报和“健康代价模型”的部分观点，即课外补习增加了个体的学业产出，
却以降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为代价，但在以竞争与选拔性质为主的
教育制度下，同辈竞争对手课外补习的参与水平会对个体课外补习的
双重效应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使个体课外补习的因果效应和作用机
理发生改变。接下来，本文将简单概述中国教育系统的结构和特征，随
后通过一个数学推导和“博弈论”视角来阐述这一观点。

（一）中国教育系统的结构和特征
第一，中国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或学校、城乡之间分布不均衡，突

出的表现形式是在教育分流过程中的重点学校制度。尽管重点学校制
度已经在 2006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被废除，但重
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在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师资力量、学校声誉、政府
资助等方面的差异性仍然得以延续（吴愈晓、黄超，2016）。一方面，重点
学校能获得政府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具有较高水平的办学质量，积
累了较好的口碑；另一方面，由于重点学校具有较高的办学水平和丰厚
的薪资待遇，因而所吸纳的生源质量和师资力量远高于非重点学校，这
反过来又提升了重点学校的声誉和整体的学业产出，从而进一步维持
甚至加剧了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

第二，能否进入重点学校就读决定了学生未来教育机会的获得和
地位获得。重点学校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更完善的教育配置和较好的
班级氛围（优秀的同辈群体），能够帮助学生在教育竞争中脱颖而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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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学历歧视”也被称为“原始学历歧视”，是指用人单位根据本科是否毕业于“211”或
“985”院校的标准来筛选受聘者，即使是从“211”或“985”院校毕业的研究生，如果本科
院校是“双非”（“非 211”或“非 985”）院校，仍有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中遭遇就业歧视。
4.“鸡娃现象”指的是近年来在大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兴起的一种教育方式，即家长为了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打鸡血式”教育和培育孩子，不断为孩子安排各种学习任务和课外
补习（包括与课业相关的各种辅导班），以期提高孩子的学业成绩，从而在激烈的学业竞争中
脱颖而出。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小舍得》将这一现象搬上荧幕，引发全民热议。

终有助于学生的教育获得（吴愈晓，2013；唐骏超，2015；吴晓刚，2016）
和地位获得（王威海、顾源，2012）。

在社会实践层面，随着用人单位对文凭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一学历
歧视现象屡见不鲜（武玮，2017；李彬、白岩，2020），3这无疑会促使就读
于重点学校对未来就业机会获得的重要性不断攀升。因此，教育竞争的
本质是择校竞争，能否进入重点学校成为决定个体生命历程和家庭阶
层跃迁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三，考试选拔制度在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因
此，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便成为学生、家长、教师的核心任务。在教育分
流的过程中，学生的学业成绩是进入重点学校最重要的依据。为了进入
质量较高的“名校”，家长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孩子的学业成
绩。当学校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存在不足和欠缺，满足不了家长和学生对
成绩提升的需求时，家长就会借助课外补习提升孩子的竞争优势，近年
来在国内家长微信群中出现的“鸡娃现象”便是最真实的写照（耿羽，
2021）。4另外，班级和学校的整体学业产出和成绩排名也是任课教师和
学校管理人员绩效考核的主要指标。任课教师的薪资、奖金、晋升机会
等与学生平均成绩和优秀率之间高度关联（雷万鹏、马红梅，2019），这
也促使教师采取各种手段促进班级的学业成绩和整体的升学率。

基于上述三点，在教育资源和机会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就读于重点
学校较高的回报率和考试选拔制度塑造了一种具有竞争性质的教育资
源分配机制。在以学业成绩为导向的教育体制下，所有的学生、家长、教
师共同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学业竞争场域，班级或学校成为应试机制下
的竞赛场。在这场学业竞争中，同辈群体之间教育资源和机会的激烈竞
争属于零和博弈。换言之，如果一些学生获得了重点学校的教育资源和
机会，则意味着另一些学生将失去这些资源和机会。在零和博弈的驱使
下，无论竞争对手是否参与课外补习，参与课外补习都是行动者的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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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博弈过程中，无论对方选择何种策略，当事人一方都会选择某个确定的策略，该策
略称为“支配性策略”。

选择，这一选择策略也被称为“支配性策略”（Nash，1950）。 5这意味着，
在应试主义的教育系统中，所有的竞争者都倾向于通过课外补习获得
更大的竞争优势（Yu and Ding，2011）。那么，随着竞争对手课外补习参
与水平的提高，行动者参与课外补习的双重效应是否会发生改变？接下
来，笔者通过数学推导和逻辑推演提出本文的理论预设，并使用全国性
调查数据对理论预设做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二）竞争与博弈背景下课外补习学业回报模型的重新设定
1. 同辈竞争与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
个体课外补习学业回报受同辈竞争对手课外补习参与行为影响的

过程较为复杂，为了数学推导的直观和简便，我们将竞争场域设定为班
级内部。这一做法是基于两点考虑：首先，学业竞争必须是同一届学生
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其次，竞争对手的课外补习行为会影响个体的课外
补习行为及其学业回报。中国行政班级制度下的学业竞争恰好满足上
述两个条件。

我们设定班级 G 由三部分人员构成：1 名参与课外补习的行动者
A，参与的课外补习时间记为 ta；n-1 名参与课外补习的竞争者（以下简
称“参与者”），分别记为 B1、B2、B3、…Bn-1，参与的课外补习时间分别记
为 tb1、tb2、tb3… tbn-1；m 名未参与课外补习的竞争者（以下简称“未参与
者”），分别记为 C1、C2、C3…Cm，参与的课外补习时间均记为 0。设定班
级的总人数为 N，所投入的课外补习总时间为 T，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
间为 T，得到如下公式：

T = ta +
n-1

i = 1
Σ tbi = NT

假定每个竞争者所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都能转化为学业回报，此
时，影响课外补习学业回报的因素便取决于 t。行动者 A 从课外补习中
获得的学业回报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相对于未参与者，其获得回报为 y0 t
= mta；另一个是相对于参与者，获得的回报为 ytt，如以下公式所示：

ytt =（ta - tb1） +（ta - tb2） +（ta - tb3） + …（ta - tbn-1）
通过整理得：

ytt = nta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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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行动者 A 通过课外补习所获得的总体回报为：
yat = y0t + ytt = Nta - T = N（ta - T）

根据上述的数学推导，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班级人数既定
和行动者投入课外补习的时间相等的情况下，行动者通过课外补习获
得的学业回报与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负相关。这一结论也符合中国
的教育实践。由上文可知，课外补习的正向回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
是直接效应，即向行动者提供大量的学业资源，提升完成家庭作业的效
率；二是间接效应，即改善行动者的学业态度。可问题是，班级同辈竞争
者也可以通过投入更多的课外补习时间获得更加丰富的学业资源，从
课外补习中获得的积极的学业态度也会有助于学业获得，这将导致行动
者通过课外补习获得的竞争优势逐渐变弱，甚至荡然无存。由此，我们提
出本文第一个假设：

假设 1：随着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的增加，个体通过投入课外补
习时间所获得的学业回报逐渐减少。

2. 同辈博弈与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
除了竞争对手投入课外补习的时间对课外补习学业回报有影响以

外，竞争者之间的课外补习行动也会相互影响。一方面，对于未参与者
而言，当察觉到自身的竞争优势正在减弱时，他们也会通过课外补习来
争取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对于参与者而言，当更多的竞争对手参与课
外补习之后，他们会通过延长课外补习时间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竞争优
势。在此过程中，行动者通过课外补习获得的学业回报将会发生什么变
化？我们不妨进行下面的推导。

按照上述推演的结论，在以获得竞争优势为目标的导向下，个体课
外补习回报与所投入的时间成正比，与班级总体课外补习时间成反比。
因此，Ai 学业回报函数（yi）关系表示如下：

yi =（A - λT）ti
其中，A 为外生常数，λ 为相关系数。

为了获得 yi 关于 ti 的最大值，将 yi 对 ti 求偏导数，并令偏导数为
零，得出：

∂yi

∂t i
= A - λti - λT = 0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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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 A- λT
λ

当 ti = A- λT
λ 时，Ai 所获得的竞争优势（yi）将达到最大值，为：

ymax = （A- λT）2

λ
由上式可知，行动者课外补习学业回报所能达到的最大值取决于

班级总体课外补习时间。为了取得竞争优势，所有参与者势必投入更多
的课外补习时间，这将导致班级（G）所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总量（T）增
多，进而使参与者投入课外补习时间的学业回报逐渐减少。此时，为了
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所有参与者都会尽可能地延长课外补习时间，进
而再一次导致课外补习学业回报的减少。最终，当参与者投入更多的课
外补习时间而无法获得竞争优势时，整个竞争场域将达到博弈均衡点。
此时，所有参与者所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大体相当。通过计算，我们可
以得出班级 G 中所有参与者学业回报达到最大值时的总体时间 T：

n

i = 1
Σ t i = T =

n

i = 1
Σ A-λT

λ

最终得出总体时间为：

T = nA
（1 + n）λ

此时，班级参与者所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大致相等，参与者之间的
博弈达到动态均衡：

t1 = t2 = t3 …… = tn = A
（1 + n）λ

所获得的均衡收益为：

y = A2

（1 + n）2λ
由上式可知，达到均衡博弈之后，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不再取决于

参与者之间的博弈而是参与者的人数。当未参与者逐渐转化为参与者
时，参与者的课外补习学业回报将会不断减少。当班级成员全部参与课
外补习时，行动者的课外补习回报将达到最小值。

按照班级参与者比例的高低，我们将课外补习的竞争和博弈过程
大体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低度竞争阶段，其主要特征为：
参与者人数较少，班级平均的课外补习时间较低，班级成员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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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博弈处于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在与未参与者的竞争中，参与者投
入的课外补习时间全部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参与者之间的竞争程度较
低，甚至没有意识到竞争的存在。处于这一阶段的行动者通过课外补习
所获得的学业回报最高，所获得的竞争优势也最大。

第二阶段为中度竞争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为：参与者与未参
与者人数大体相当，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逐渐增加，班级成员之间的
竞争和博弈较为激烈，并逐渐进入白热化。这一时期的参与者同时面临
两种竞争：参与者 vs.参与者、参与者 vs.未参与者。前者竞争的焦点是
投入课外补习时间的长短，此时，参与者所获得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所
投入的相对课外补习时间。为了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所有参与者开始
竞相投入更多的课外补习时间，这使得从参与者那里获得的竞争收益
处于较低水平。在后一种竞争中，尽管参与者仍然能够通过课外补习获
得竞争优势，但与低度竞争阶段相比，此阶段所获得的竞争优势要小得
多。总之，这一阶段行动者课外补习的总体学业回报处于较低水平，所
获得的竞争优势已不再明显。

第三阶段为高度竞争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为：参与者人数超
过未参与者，在班级成员中占据多数，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迅速增
加，参与者之间的博弈达到白热化。在此阶段，参与者相对于未参与者
获得的竞争优势几乎丧失殆尽。此时，班级成员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主要
来自所投入的相对课外补习时间。整个竞争和博弈过程大致为：当行动
者投入更多的课外补习时间时，竞争优势将出现短暂的上升，但随着所
有参与者投入课外补习时间的增多，行动者的竞争优势将滑落至初始
水平甚至更低。此时，为了维持和扩大竞争优势，行动者将会再一次投
入更多的课外补习时间，但最终换来的是竞争优势的再一次回跌。因
此，随着参与者所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越来越多，行动者的竞争收益在
博弈均衡水平上下波动，班级成员最终陷入无休止的负向循环博弈。在
此情形下，行动者通过课外补习获得的学业回报达到最低点，所获得的
竞争优势荡然无存。

根据上述推理，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 2a：随着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比例的增加，个体课外补习学业

回报逐渐减少。
假设 2b：高度竞争班级中的课外补习学业回报显著少于低度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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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三）同辈竞争压力与课外补习的心理健康代价
同辈竞争对手的课外补习行为与个体课外补习的心理健康代价之

间同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基于上述文献，我们有理由认为，课外补习
行动蕴含着影响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正向因素和负向因素。因此，课外
补习行动对心理健康存在何种影响取决于哪种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基
于上述三阶段的理论推演，结合“社会比较理论”（正向因素）、“睡眠剥
夺理论”和“角色压力理论”（负向因素），我们对课外补习心理健康代
价的变动趋势进行类似的推导。

在第一阶段，正向回报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负向代价因素处于次要
地位。在此阶段，行动者通过投入更多的课外补习时间迅速获得竞争优
势，在与班级成员的竞争中激发了积极的“社会比较效应”，使得行动者
的心理健康水平出现短暂的上升。同时，低度的竞争和博弈使得行动者
和父母对角色的要求较低，行动者尚未处于角色超负荷或角色束缚状
态。另外，由于所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较少，因而行动者的睡眠时间和
质量受影响较小，“睡眠剥夺效应”并未发挥作用。在此情形下，行动者
所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对心理健康造成的负向冲击较低，所付出的心
理健康代价较小。

在第二阶段，负向代价因素发挥的作用较大，正向回报因素的影响
较为微弱。在这一阶段，更多的未参与者转化为参与者，所投入班级课
外补习时间总量逐渐增多，导致行动者的竞争优势逐渐减弱，由竞争优
势带来的“社会比较效应”也不断变小。与此同时，随着激烈程度的递
增，行动者和父母对角色的要求逐渐增多，行动者所承担的角色压力也
越来越沉重。在与参与者的竞争和博弈中，随着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的
不断增加，行动者的睡眠时间和质量逐渐变少和下滑，最终强化了“睡
眠剥夺效应”。因此，在中度竞争阶段，行动者课外补习的心理健康代价
较大，所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对心理健康的负向影响逐渐加剧。

在第三阶段，负向代价因素占据主导地位，正向回报因素消失殆
尽。此时，在负向循环的博弈中，个体通过投入课外补习时间所获得的
竞争优势基本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积极的“社会比较效应”完全消失，甚
至还会引发消极的沮丧效应。取而代之的是，行动者感知到的角色压力
迅速增大，持续处于角色超负荷和角色束缚状态而无法自拔。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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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没有尽头的循环博弈中，行动者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越来越多，睡
眠时间和质量达到最低水平，所有的参与者都心力交悴，心理健康水平
不断降低。在此情形下，行动者付出的课外补习的心理健康代价达到最
大，所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对心理健康的负向影响被持续强化。

基于上述推演，我们提出这样的预期：随着竞争场域中课外补习参
与水平的提升，影响心理健康的负向因素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正向回报
因素逐渐变弱，最终导致课外补习的心理健康代价不断增大。由此，我
们可以提出以下几组假设 :

假设 3a：随着班级课外补习时间和参与比例的增加，个体课外补
习的心理健康代价逐渐增大。

假设 3b：高度竞争班级中的课外补习心理健康代价大于低度竞争
班级。

假设 4a（“社会比较效应”减弱假设）：随着班级课外补习时间和参
与比例的增加，个体通过课外补习所获得的学业自我评价逐渐降低，导
致课外补习的心理健康代价进一步增大。

假设 4b（“角色压力效应”增强假设）：随着班级课外补习时间和参
与比例的增加，个体因课外补习行动而承担的角色压力逐渐增加，导致
课外补习的心理健康代价进一步增大。

假设 4c（“睡眠剥夺效应”增强假设）：随着班级课外补习时间和参
与比例的增加，个体课外补习的睡眠剥夺效应进一步强化，导致课外补
习的心理健康代价进一步增大。

四、研究设计及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针对初中生所进行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CEPS）。该调查总共进行了两期，包括
2014 年（2013—2014 学年）的基线调查数据和 2015 年（2014—2015 学
年）的追踪调查数据。在基线调查数据中，七年级个案数量为 10 279
个；在追踪调查中，成功追访的个案（八年级）数量为 9 449 个。我们对
学生、家长、班主任、任课教师、学校管理者的数据进行合并分析，只保
留成功追访的样本，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规模为 9 449 个。与其他同类
数据相比，CEPS 将所有被抽中的整个班级学生全体入样，这种整群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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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方式为我们研究同辈竞争群体的结构效应提供了可能性。

（二）变量介绍
1. 因变量
本研究的一个因变量为“学业成绩”，测量指标为学生 2014 年秋季

语文、数学和英语的期中考试成绩。为了方便比较，我们把期中考试不
是 100 分的科目成绩转化为百分制的分数，然后将三个科目的成绩取
平均值。分值越高，表示学业成绩得分越高。
“心理健康状况”是本研究的另一个因变量。CEPS 两轮调查均涉及

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该测试题由 10 个测量焦虑或抑郁的指标构成，
每个均为五分类的定序变量，其中，“从不”=1，“很少”=2，“有时”=3，
“经常”=4，“总是”=5，数字越大，表示学生的心理问题越严重。我们对
上述 10 个指标进行逆向编码，并通过主成分因子法和 0—1 标准化生
成取值范围为 0—100 的“心理健康状况”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学生的
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2. 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三个部分：个体层面学生投入的课外补习时

间、班级层面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和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比例。投入的
课外补习时间通过两个题目进行测量。一个题目为“周一到周五，你通
常每天上校外辅导班（与课业相关）的时间”，答案选项有六类，本文重
新编码为“没有”=0，“不到 1 小时”=0.5，“1 小时至 2 小时”=1.5，“2 小
时到 3 小时”=2.5，“3 小时至 4 小时”=3.5，“约 4 小时以上”=4。另一个
题目为“周末，你通常每天上校外辅导班（与课业相关）的时间”，答案
选项也有六类，本文重新编码为“没有”=0，“不到 2 小时”=1，“2 小时
至 4 小时”=3，“4 小时至 6 小时”=5，“6 小时至 8 小时”=7，“约 8 小时
以上”=8。我们将周一到周五的补习时间乘以 5 加上周末补习时间乘
以 2 得到“课外补习时间”变量，数值越大，表示个体投入的课外补习时
间越多。随后，计算每个班级学生课外补习时间的平均值以构建班级平
均课外补习时间。

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比例为班级学生参与课外辅导班的比例。个体
是否参与课外补习班的测量问题是“最近一年来，你参加了哪些辅导
班”，包括“奥数”“普通数学”“语文 /作文”“英语”，答案选项均为“是”
和“否”。本文将“都没有参加补习班”编码为 0，“至少参加一种补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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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为 1，以构建“是否参与课外补习班”的虚拟变量。然后，我们通过
把各个班级参与课外补习的人数除以班级总人数，得到“班级课外补习
参与比例”变量。数值越大，表示班级课外补习的参与比例越高。同时，
我们将课外补习参与比例前 30%的班级视为“高度竞争班级”，后30%
视为“低度竞争班级”，其他班级视为“中度竞争班级”。为了进行结果
的稳健性检验，我们也计算了年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和课外补习参与
比例，并建立模型进行分析。

3. 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由三部分构成：学业自我评价、睡眠剥夺和角色压

力。学业自我评价用“自我教育期望”和“自我效能”来测量。其中，自我
教育期望为学生期望自己获得的最长受教育年限。自我效能反映的是
学生对自己能否完成学业任务的主观判断（黄超，2018）。测量指标分别
为“就算身体有点不舒服，或者有其他理由可以留在家里，我仍然会尽
量去上学”“就算是我不喜欢的功课，我也会尽全力去做”“就算功课需
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做完，我仍然会不断地尽力去做”，三个均为从“完全
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的四分类定序变量，我们将上述三个指标得分加
总生成“自我效能”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学生的自我效能越高。然后，
我们将“自我教育期望”和“自我效能”两个变量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合
成为 0—100的“学业自我评价”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学业自我评价越高。

角色压力包括角色负荷和角色束缚两种状态。角色负荷反映的是
学生本人对自身学习精力和耐力的要求高于自身能力而呈现的压力状
态。本文使用的三个测量题目分别为“你现在学语文吃力吗”“你现在学
数学吃力吗”“你现在学英语吃力吗”，三个均为从“特别吃力”到“一点
也不吃力”的四分类定序变量。我们将上述三个变量进行逆编码，然后
将其加总获得“角色负荷”变量，数值越大，表示角色负荷程度越高。角
色束缚的测量题目为“你对父母的期望感到如何”，是从“毫无压力”到
“压力很大”的五分类定序变量。数值越大，表示角色束缚程度越高。本
文将“角色负荷”和“角色束缚”两个变量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合成 0—
100 的“角色压力”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学生的角色压力越大。

睡眠剥夺的测量题目为“通常情况下，你有没有下面睡眠问题”，由
9 个测量睡眠问题的指标构成，包括“睡眠 /入睡困难”“易醒”“嗜睡”
“睡醒后不解乏”“打呼噜”“磨牙”“多梦”“说梦话”“梦游”。将上述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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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伴群体质量”变量为积极同辈群体数量和消极同辈群体数量相除得到。CEPS 中对
同辈群体的测量包括好朋友的积极表现和消极表现。前者包括学习成绩优良、学习努力
刻苦、想上大学，后者包括逃课 /旷课 /逃学、违反学校纪律被批评、打架 /抽烟 /喝酒、经常
上网吧 /游戏厅、谈恋爱、退学，测量指标均为“没有这样”=1，“一到两个这样的”=2，“很
多这样的”=3。三类积极表现取平均值表示积极同伴数量，七类消极表现取平均值表示
消极同伴数量。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没有将其他控制变量的编码处理过程展示出来。有
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

得分数值加总得到“睡眠剥夺”变量。数值越大，表示睡眠剥夺越严重。
4. 控制变量
为了消除影响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的其他因素的干扰，本文在模

型中控制了个体层次变量 [七年级学业成绩（前测）、七年级心理健康
（前测）、七年级学业自我评价（前测）、七年级角色压力（前测）、七年级
睡眠时间（前测）、性别、户口、自评健康状况、兄弟姐妹数量、家庭居住
安排、家庭迁移流动状态、标准化认知能力得分、同伴群体质量、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家长教育期望 ]、班级层次变量（班级平均学业成绩、班级
平均心理健康、班主任性别、班主任任教年限、班级排名、班级规模）和
学校层次变量（年级平均学业成绩、年级平均心理健康、年级规模、学校
生师比、学校排名、学校所在地区类型和行政级别）。 6详细的变量描述
性统计说明如表 1 所示。其中，由于 CEPS 没有涉及七年级学生的睡眠
剥夺测量，我们在控制变量中纳入七年级的睡眠时间，以此对七年级的
睡眠剥夺的前测进行控制。班级规模的最小值为 1，这是由于部分学校
在七年级升八年级时出现了分班现象（占总体的 16.68%），而 CEPS 是
对个体进行追踪，因而使得某个班级的人数过少。由于这一现象普遍较
少（班级规模低于 10 人仅占 2.92%），为了尽可能保留样本，我们并没
有将其删除。为谨慎起见，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删除了班级规模低
于 15 人的样本，其结果与本文所得的实证结果完全一致。CEPS 在七/八
年级中随机抽取了两个班级入样，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年级规模是两个
班级的规模，并不代表整个年级的规模。

（三）研究策略和模型介绍
1. 技术难题以及应对策略
随着对课外补习机制研究的深入，准确识别课外补习对学生教育

发展的因果效应成为该领域日益凸显的问题。本文在识别因果效应时，
主要涉及三个技术难题：选择性偏误、共同情境和因果倒置。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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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学业成绩 64.706 19.518 0 97.778

心理健康指数 70.494 20.477 0 100

核心自变量

课外补习时间（时） 4.380 7.503 0 36

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 4.380 3.367 0 14.814

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比例 0.356 0.244 0 1

年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 4.380 3.175 0.468 13.277

年级课外补习参与比例 0.356 0.231 0.024 0.912

中介变量

学业自我评价 62.262 19.300 0 100

角色压力 48.482 18.956 0 100

睡眠剥夺 0.810 1.167 0 9

控制变量

基线调查时（七年级）学业成绩 65.424 18.038 0 100

基线调查时（七年级）心理健康指数 74.890 19.423 0 100

基线调查时（七年级）学业自我评价 71.103 17.562 0 100

基线调查时（七年级）角色压力 49.206 18.927 0 100

基线调查时（七年级）睡眠时间 9.281 3.382 0 24

性别（“男”=1） 0.522 0.500 0 1

户口（“农业”=1） 0.542 0.498 0 1

自评健康状况 3.864 0.937 1 5

兄弟姐妹数量 0.708 0.812 0 6

家庭居住安排（“与父母同住”=1） 0.811 0.392 0 1

家庭迁移流动状态（“流动”=1） 0.182 0.386 0 1

标准化认知能力得分 0.303 0.828 - 3.137 2.063

同伴群体质量 87.247 20.243 0 100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44.529 15.142 0 100

家长教育期望（年） 17.176 3.276 8 22

班级和学校层次

班级平均学业成绩 64.706 12.947 22.338 89.333

班级平均心理健康 70.494 5.337 31.77 31.770

班主任性别（“男”=1） 0.338 0.473 0 1

表 1：加权后的变量描述性统计 （N=9 4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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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下页）

注 ：本表数据已加权

变量名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地级市 0.182 0.386 0 1

省会城市 0.203 0.402 0 1

直辖市 0.157 0.364 0 1

班级排名（五分类） 3.314 0.968 1 5

班级规模 42.134 14.623 1 74

年级平均学业成绩 64.706 11.716 32.103 89.167

年级平均心理健康 70.494 4.271 59.770 83.083

年级规模 91.374 22.680 16 142

学校生师比（“教师”=1） 13.220 4.290 3 30.800

学校排名（五分类） 3.976 0.844 1 5

学校所在地区类型

乡镇农村 0.342 0.474 0 1

边缘城区及城乡结合部 0.260 0.439 0 1

市/县中心城区 0.398 0.490 0 1

学校所在地行政级别

县/县级市 0.458 0.498 0 1

班主任工作年限（年） 14.364 7.594 0 38

（接表 1）

7 . 个体因素变量包括七年级学业成绩（前测）、七年级心理健康（前测）、七年级学业自
我评价（前测）、七年级角色压力（前测）、七年级睡眠时间（前测）、性别、户口、

这三个技术难题成为判断和评估研究结果可靠性的基本依据。下面简要
阐述本研究针对上述三个技术难题的应对策略

首先是选择性偏误问题以及应对策略。个体获得课外补习机会受
到个体特征、家庭背景、班级和学校情境等因素的影响，估计的结果因
此存在选择性偏误问题。为此，我们采用稳定逆概率加权技术，以尽可
能克服因为选择性问题导致的统计偏误。该方法首先利用现有的变量
计算出个体参与课外补习的概率，然后根据概率计算出来的权重来对
所使用的样本进行调整，从而更好地实现数据的平衡。权重的公式为：

SWi =
P（Si = J）

P（Si =J ｜Xi，Ci）

其中，Si表示第 i 个学生是否参与课外补习，Xi和 Ci分别表示影响第 i 个

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个体因素变量和班级学校因素变量。 7在模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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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方面，我们使用二分类 Logit 模型来估计个体参与课外补习的概率。8

其次是共同情境影响以及应对策略。该问题是指不同学生所归属
的同一班级在班级排名、师资力量、班级氛围等特征方面是相同的，这
可能使得影响学生教育发展的因素并非来自个体的课外补习行为，而
是来自班级层次的某些潜在因素。多层线性模型能够较好解决这一难
题。该模型能够将班级的所有特征因素进行控制，这不仅排除了因为班
级共同情境所造成的统计干扰问题，还有利于考察个体课外补习行动
基于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水平的条件效应。

最后是双向因果问题以及应对策略。参与课外补习在影响学业成
绩的同时，学业成绩也反过来影响课外补习参与，估计的结果因此可能
存在双向因果问题。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国外学者一般使用学生的出
生顺序、补习学校收取的补习费用、学生居住地与补习机构之间的距离
等工具变量来解决双向因果问题。然而，本文的实证研究涉及班级层次
与个体层次的多层交互效应，因而难以寻觅合格的工具变量（CEPS 数
据中并未涉及上述提及的工具变量）来处理双向因果问题。尽管如此，
我们也采取两种做法来尽量克服这一问题。其一，将学业成绩前一年的
数据信息（前测）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9其二，使用前一年的学业成
绩信息来预测个体参与课外补习的概率，然后通过稳定逆概率加权技
术实现数据的平衡。 10

2. 分析模型
根据本文的解释框架，随着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水平的提升，个体课

外补习在学业回报上的相对重要性逐渐减弱，同时也导致心理健康代
价的进一步加剧。这一解释命题要求模型结构包含个体层次和班级层

自评健康状况、兄弟姐妹数量、家庭居住安排、家庭迁移流动状态、标准化认
知能力、同伴群体质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教育期望。班级 /学校因素变量包括班
主任性别、班主任工作年限、班级排名、班级规模、年级规模、学校生师比、所在地区类型
和行政级别。
8. 囿于篇幅，本文并没有展示模型分析结果和平衡性诊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
9. 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业成绩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 0.847），因此，对七年级学业成绩
的控制可部分克服双向因果问题。
10. 我们还将“参与课外补习时间”作为因变量，“学业成绩”作为自变量进行双向因果
检验。结果发现，在未加权之前，学业成绩对参与课外补习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
0.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但加权之后，显著性消失，这表明稳定逆概率加权在一定程度
上克服了双向因果问题，较好地实现了数据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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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考虑到两个因变量之间的相关问题，我们还使用了多层似不相关模型来进行估计。

但结果显示，εij 和 ζij 之间的协方差系数并不显著相关。基于模型估计的简洁性原则，
我们还是对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模型分开进行估计。为谨慎起见，我们将七年级学业成
绩（前测）和七年级心理健康（前测）均纳入控制变量，使得估计的结果更加有效。

次两个层级。因此，鉴于实证和上述应对策略的需要，我们采用了多层
线性模型，以个体作为第一层次的变量，包括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和其
他个体特征变量；以班级作为第二层次的变量，包括班级平均课外补习
时间、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比例、班级平均学业成绩、班级平均心理健康
水平、班主任的性别和工作年限、班级排名、班级规模、班级所在学校和
地区等相关变量。通过随机系数模型考察个体课外补习参与机制基于
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水平的条件效应。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第一层：个体层次
Sij = β0 j + β1 j Timeij + βzZij + εij
Mij = θ0 j + θ1 j Timeij + θzZij + ζij

其中，Sij 和 Mij 分别表示第 j 个班级的第 i 个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心理健
康得分，Timeij 表示第 j 个班级的第 i 个学生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Zij 为
第 j 个班级的第 i 个学生的控制变量。εij 和 ζij 为随机误差项。 11

第二层：班级层次
β0 j = γ00 + γ0kWkj + μoj θ0 j = a00 + a0kWkj + δoj
β1j = γ10 + γ11Rj + μ1j θ1j = a10 + a11Rj + δ1j
βz = γz θz = az

其中，Wkj 表示第 j 个班级的第 k 个班级层次的变量，Rj 表示第 j 个班级
的平均课外补习时间或课外补习参与比例。

五、主要发现

（一）竞争与博弈背景下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
表 2 的模型 1 为基准模型，包含个体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班级平

均课外补习时间、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比例三个解释变量以及其他控制
变量。由数据结果可知，课外补习时间通过了显著性检验（B=0.029，p＜
0.05），表明个体对课外补习时间的投入能够显著提高学业成绩。班级
课外补习参与比例也通过了显著检验（B=-4.575，p＜0.01），表明随着班
级课外补习参与比例的增加，个体的学业成绩逐渐降低。研究结果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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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控制课外补习参与比例及其他变量时，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与
学生的学业成绩并无显著关联。这意味着，与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相
比，班级参与者人数比例对个体学业成绩的影响更为强烈，这一发现为
上述同辈竞争群体的循环博弈提供了实证依据。

注 ：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双尾检验显著度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2. 本表进行了稳定逆概率加权 。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课外补习时间 0.029* 0.075* 0.084** 0.134**

（0.014） （0.031） （0.032） （0.042）

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 0.120 0.149 0.119

（0.134） （0.134） （0.135）

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比例 -4.575** -4.579** -4.115*

（1.770） （1.769） （1.764）

班级竞争程度（参照组：低度竞争）

中度竞争 -0.614

（0.672）

高度竞争 -1.743*

（0.877）

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课外补习时间 -0.008*

（0.004）

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比例×课外补习时间 -0.126*

（0.056）

中度竞争班级×课外补习时间 -0.135**

（0.049）

高度竞争班级×课外补习时间 -0.119**

（0.04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截距项 -18.161*** -18.263*** -18.328*** -17.869***

（4.085） （4.081） （4.082） （3.966）

Log-likelihood -33 503 -33 501 -33 500 -33 497

表 2：竞争与博弈背景下课外补习学业回报的多层线性模型 （N = 9 449 ）

表 2 的模型 2 和模型 3 分别展示了课外补习时间与班级平均课外
补习时间、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比例的交互效应。两个模型的结果具有高
度的一致性，课外补习时间的主效应均显著为正（B=0.075，p＜0.05；B=
0.084，p＜0.01），但与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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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效应均显著为负（B=-0.008，p＜0.05；B=-0.126，p＜0.05），这表
明，随着班级课外补习时间和参与比例的增加，个体投入课外补习时间
所获得的学业回报逐渐减少，假设 1 和假设 2a 得到明确支持。

在表 2 的模型 4 中，我们将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比例从连续变量转
换为类别变量，分为高度竞争班级（前 30%）、中度竞争班级（30%—
70%）和低度竞争班级（后 30%）三种类型，并复现模型 3。如图 1 左图
所示，对于低竞争班级而言，个体所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每增加 1 个单
位，其学业成绩就会提高 0.134 个单位（p＜0.01）；而对于中度和高度竞
争的班级而言，个体投入课外补习时间对学业成绩的正向影响显著低
于低度竞争班级（B=-0.135，p＜0.01；B=-0.119，p＜0.01），并且其正向
效应都接近零且不显著，假设 2b 得到明确支持。

图 1：不同班级竞争程度下的课外补习学业回报和心理健康代价

（二）竞争与博弈背景下课外补习的心理健康代价
表 3 的模型 1 为基准模型，数据显示，课外补习时间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B=-0.126，p＜0.001），表明所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越多，个体的心
理健康水平就越低。然而，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和参与比例并没有通
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水平与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并
无显著关联。模型 2、模型 3 分别加入了课外补习时间与班级平均课外
补习时间、课外补习参与比例的交互项，两个交互项系数均通过了显著
性检验（B=-0.019，p＜0.01；B=-0.310，p＜0.01）。这表明，随着班级平均
课外补习时间、课外补习参与比例的增加，个体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对
心理健康水平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强，假设 3a 得到明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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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数的显著性检验通过 STATA 软件中的 margins 相关命令获得。

注 ：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双尾检验显著度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2. 本表进行了稳定逆概率加权 。

表 3：竞争与博弈背景下课外补习心理健康代价的多层线性模型 （N=9 449 ）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课外补习时间 -0.126*** -0.007 0.014 0.018

（0.032） （0.057） （0.063） （0.074）
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 0.079 0.191* 0.095 0.022

（0.078） （0.085） （0.077） （0.075）
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比例 -0.368 -0.589 0.920

（1.286） （1.269） （1.378）
班级竞争程度（参照组：低度竞争）
中度竞争 0.034

（0.426）
高度竞争 1.029

（0.686）
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课外补习时间 -0.019**

（0.007）
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比例×课外补习时间 -0.310**

（0.112）
中度竞争班级×课外补习时间 -0.123

（0.090）
高度竞争班级×课外补习时间 -0.211*

（0.08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截距项 -14.953*** -15.293*** -15.382*** -14.954***

（2.804） （2.789） （2.779） （2.806）
Log-likelihood -40 604 -40 600 -40 599 -40 600

表 3 的模型 4 纳入了“班级竞争程度”变量及其与课外补习时间的
交互项，图 1 右图显示，对于低度竞争班级而言，个体投入的课外补习
时间与心理健康水平并无显著关联。尽管中度竞争班级的课外补习心
理健康代价与低度竞争班级并无显著差异，但对于中度竞争班级而言，
个体投入课外补习的时间每增加 1 个单位，其心理健康水平就显著降
低 0.105 个单位（B=-0.105，p＜0.1）。 12而对于高度竞争的班级而言，个
体投入课外补习时间对心理健康水平的负向影响显著高于低度竞争班
级（B=-0.211，p＜0.05）。并且，在高度竞争班级中，所投入的课外补习
时间每增加1 个单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就显著降低 0.193 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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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93，p＜0.001），假设3b 得到明确支持。

（三）竞争与博弈背景下课外补习心理健康代价的间接效应
表 4 展示了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课外补习心理健康代价的有中介

的调节模型（温忠麟等，2006）。其中，从模型 1 到模型 9 分别展示了学
业自我评价、角色压力、睡眠剥夺在课外补习心理健康代价中的间接效
应。对于学业自我评价而言，模型 1 的结果显示，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
越多，个体的学业自我评价越高（B=0.125，p＜0.001）。模型 2 和模型 3
分别加入了课外补习时间与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课外补习参与比
例的交互项，交互项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B=-0.030，p＜0.001；
B=-0.402，p＜0.01）。这表明，随着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和课外补习
参与比例的增加，个体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对学业自我评价的正向影
响逐渐降低。

对于“角色压力效应”而言，尽管表 4 的模型 4 表明课外补习时间
与角色压力之间并无显著关联，但模型 5 和模型 6 显示，随着班级平均
课外补习时间和课外补习参与比例的增加，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对个
体角色压力的正向影响逐渐增强（B=0.018，p＜0.01；B=0.203，p＜0.05）。
对于“睡眠剥夺效应”而言，模型 7 表明，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对个体睡
眠剥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005，p＜0.05）。模型 8 和模型 9 表明，
随着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和课外补习参与比例的增加，投入的课外
补习时间对个体睡眠剥夺的正向影响逐渐增强（B=0.001，p＜0.05；B=
0.014，p＜0.1）。

表 4 的模型 10 和模型 11 均加入了三个中介变量来检验班级平均
课外补习时间和课外补习参与比例的调节作用。模型 10 显示，课外补
习时间与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这表明，班级课
外补习平均时间对于课外补习心理健康代价的调节效应完全是由三个
中介变量（学业自我评价、角色压力、睡眠剥夺）引起的。模型 11 显示，
课外补习时间与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比例的交互项的显著水平为 0.1（不
加入中介变量是在 0.01 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三个中介变量能够
部分解释课外补习时间对于心理健康代价的调节效应。此外，模型 10
和模型 11 都显示，学业自我评价会对心理健康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B=0.049，p＜0.001），而角色压力和睡眠剥夺会显著降低学生的心理
健康水平（B=-0.167，p＜0.001；B=-3.158，p＜0.001）。总之，上述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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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随着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和课外补习参与比例的增加，投入的课
外补习时间对个体学业自我评价的正向影响逐渐变小，而对角色压力
和睡眠剥夺的正向影响逐渐增大。这意味着，随着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水
平的上升，课外补习的“社会比较效应”逐渐降低，“角色压力效应”和
“睡眠剥夺效应”进一步增强，最终导致个体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对心
理健康水平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强，心理健康的代价进一步增大，假设
4a、假设 4b、假设4c 得到明确支持。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笔者采用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

检验。本文通过计算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和课外补习参与比例来衡
量班级竞争对手的课外补习参与水平，这种测量方式可能会受到班级
人数的影响。如果班级人数过少，则有可能产生异常值使统计结果产生
偏误。为此，我们采取两种稳健性检验的策略：一是排除规模较小的班
级（低于 15 人），重新计算保留在样本中的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和课
外补习参与比例，然后对模型再一次进行估计；二是将竞争和博弈场域
改为年级内部，计算年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和课外补习参与比例，然后
再一次对统计结果进行估计。稳健性检验得到的结果与前文的结论高
度一致：随着竞争和博弈场域中课外补习参与水平的提升，个体投入的
课外补习时间对学业成绩的提升作用逐渐减弱，而对心理健康水平的
负向作用进一步加剧。同时，影响课外补习心理健康代价增大的“社会
比较效应”“角色压力效应”“睡眠剥夺效应”也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13

六、结论与讨论

基于中国激烈的学业竞争和博弈背景，本文经过数学推导和理论
推演的方式构建分析框架，通过多层线性模型，探究投入课外补习时间
和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水平对学生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并进一
步探讨课外补习的双重效应随着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水平的变化而变动
的趋势，获得如下稳健一致的发现：首先，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对学业
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会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造成显著的负
向冲击；其次，随着班级平均课外补习时间和课外补习参与比例的增
加，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对学业成绩的正向影响不断减弱，对学生心理
13. 囿于篇幅，本文并没有展示出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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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水平的负向作用逐渐增强；最后，影响心理健康代价增大的诱因是
“社会比较效应”的减弱，“角色压力效应”和“睡眠剥夺效应”的增强。

本文的核心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本文对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和心理健康代价模型重新进行

设定，并提供新的解释。国内外有关课外补习对学生教育发展的研究均
忽视了一个基础性的事实：同辈竞争对手课外补习行为的情境效应。在
以竞争与选拔性质为主的教育制度中，个体课外补习行为的目的在于
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而这种优势的大小无疑与竞争对手采取的教育
行为密切关联。基于这一基础性的事实，本文发现：（1）如果在高度竞争
的班级，学生则无法通过投入更多的课外补习时间来获得竞争优势。换
言之，投入课外补习的时间对学生学业成绩的正效应会因为同辈竞争
对手参与课外补习水平的提升而被显著削弱。（2）随着竞争群体参与课
外补习水平的提升，个体投入的课外补习时间对心理健康水平的负向
作用会进一步加剧。当在高竞争班级时，学生投入更多的课外补习时间
非但无法获得竞争优势，反而会因为“社会比较效应”的减弱、“角色压
力效应”和“睡眠剥夺效应”的增强使心理健康水平不断降低。结合起来
看，我们认为，国外关于课外补习“学业回报模型”和“健康代价模型”
并不稳健的研究结果与未考虑到同辈竞争和博弈的情境有关，即所考
察的课外补习效应忽视了竞争对手的课外补习行动及其所产生的情境
效应。

第二，通过缜密的逻辑推论，本文描绘了课外补习学业回报和心理
健康代价随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水平的变化趋势，提出了有别于以往的
三阶段变化趋势的假说，并得到实证检验。具体而言：（1）在低度竞争
班级，个体通过课外补习行动所获得的学业回报最大，投入的课外补习
时间几乎全部转化为竞争优势。此时，积极的“社会比较效应”占据主导
地位，“角色压力效应”和“睡眠剥夺效应”居于次要地位，因而课外补
习的心理健康代价偏低且不显著。（2）在中度竞争班级，课外补习学业
回报几乎接近于零且不显著，个体无法通过课外补习行动获得竞争收
益。与此同时，“角色压力效应”和“睡眠剥夺效应”逐渐增强，而“社会
比较效应”遭到削弱，进而使得课外补习的心理健康代价较高且呈显著
趋势。（3）在高度竞争班级，班级成员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主要来自所投
入的相对课外补习时间。但随着参与者竞相投入更多的课外补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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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通过课外补习所获得的学业回报在博弈点附近上下波动，此时，为
了维持竞争优势，个体不得不延长课外补习时间，但课外补习行动无法
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在此情形下，“角色压力效应”和“睡眠剥夺效应”占
据主导地位，“社会比较效应”几乎消失甚至转化为沮丧效应，因而课外
补习的心理健康代价达到最高且呈现持续加剧的趋势。值得一提的是，
为什么在中度竞争期间，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就已经荡然无存了？实际
上也不难理解。首先，未参与者的教育行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他们
察觉到竞争优势跌落时，即便不参与课外补习，未参与者也会诉诸其他
方式来提高学业成绩，比如，可以设法从优秀同伴那里获得学业帮助和
辅导。其次，激烈的学业竞争也可能会激发未参与者的学习动机，从而
促进学业成绩。因此，课外补习参与者从未参与者那里获得的竞争优势
要小得多，故而表现出课外补习学业回报不显著的作用。

总之，在应试主义的教育机制中，当教育资源和机会既定的情况
下，不断攀升的教育回报使得所有竞争者都倾向于诉诸课外补习以获
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但课外补习行为的最终归宿是不但无法获得竞争
收益，反而会付出巨大的心理健康代价。实际上。课外补习行为的博弈
情境类似于“囚徒困境”（薛海平，2015），本质特征均是所基于个体利益
最大化的理性策略并不符合总体最优，甚至反噬个体的理性策略。但
是，与“囚徒困境”的博弈相比，课外补习的负向循环博弈具有三个明显
的特征：首先，所有竞争者都将自愿卷入竞争和博弈。中国教育系统的
结构和特征使得投入更多的课外补习时间成为个体的支配性策略。其
次，循环博弈一旦开始，便会陷入无穷无尽的竞争和博弈。也即，随着所
投入的时间成本的增加，个体获得的竞争优势在博弈均衡水平上下波
动：为了获得竞争优势→投入时间成本→总时间的上升→竞争优势的
减小→再次投入时间成本。因此，博弈的最终结局没有赢家，所有参与
者都付出了巨大成本（本文指心理健康代价）。最后，“囚徒困境”所付
出的代价是一次性的，循环博弈付出的心理健康代价却是持续不断的，
直至参与者的生理和心理极限。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这样一种趋势：在激烈的学业竞争和博弈
背景下，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被逐渐削弱，而心理健康代价不断加大。
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看，一方面，本文
超越了既有研究的课外补习社会分层和不平等视角，以行动者所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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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竞争性质的场域为分析视角，考察了人力资本提升和心理健康
发展过程中课外补习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的变化趋势，进一步推进了
课外补习的微观博弈机制和异质性模型的研究。另一方面，本文也推进
了同辈群体效应的相关研究。国内以往的研究发现，同辈群体的学业能
力能够提高本人的学业成绩，却以心理健康受影响作为代价（张帆、吴
愈晓，2020）。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学生教育发展的同辈群体效应
不仅来自于同辈群体的学业成绩，也源于同辈群体采取的教育行为，同
辈群体的课外补习行为能够影响甚至决定学生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和
心理健康代价。从政策意义上来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双减”意见及其
相关系列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证依据。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
意识到，课外补习的盛行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根源在于教育资源
的不均衡分布，如何通过政策调控来优化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和促进
教育系统的充分均衡发展，是政策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课外补习的双重效应还有许多有待挖掘的议题。首先，本研究假定
每个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机会是相等的，但现实情况往往更复杂。尽管
中国大多数家庭高度重视子女的教育发展和学业成就，但每个学生参
与课外补习的机会还是存在较大差异，这也是造成教育不平等的主要
原因之一。课外补习机会获得的不平等如何影响竞争和博弈的最终结
果还有待后续研究进行探索和补充。其次，出于理论演绎的直观考虑和
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只考察了投入课外补习的时间效应，未涉及课外补
习的内容、类型、形式等，对这些数据的采集将有助于深化课外补习双
重效应的研究。再次，是否还存在新的中介变量来解释班级课外补习参
与比例对个体课外补习心理健康代价的调节效应，也还有待未来研究
者的深入探索和讨论。最后，尽管中国已经实施了一系列“双减”政策，
但这些政策是否缓解了学业竞争压力，是否跳出了循环博弈，是否有助
于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还有待更为全面细致的政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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